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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格的石秀——水浒传中石秀形象与施蛰存《石秀》形象对比

[摘要]：施蛰存用佛洛依德心理学理论改写传统小说故事创造了一个心理变态者石秀的形象，虽然与水浒中石秀的形象大相径庭，甚至被认为是对后者的解构和颠覆。两个“石秀”都是文学史中的经典形象，施蛰存的改写，不仅用了原来的故事轮廓，更在原来石秀正直仗义性格特点下，用心理学手法挖掘人物性格背后的阴暗面，不仅使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而两种不同的性格也成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完整丰富的“石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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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真实的石秀形象

   《水浒传》取材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年 - 1125年）宋江聚众梁山起事的史实，这一事情在农民起义连连的宋朝并无太大影响，当参与起事的首领头目却因为施耐庵《水浒》的流传而广为人知。其中石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为宋江一群人中的一位头目，但由于史籍湮没，史料对石秀本人记载，仅存名号，个人具体事迹焉之不详，无从考证，仅留下一个造反者的大体形象。后人便以此对这一真实人物进行虚拟塑造，其形象也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水浒传》为主。

二、水浒中的“石秀”形象

《水浒》中的石秀是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人物，在《水浒》众多的英雄中也是个性鲜明，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正直仗义，爱惜名誉，《水浒》中石秀的形象石秀沉着冷静，深明大义，光明磊落，机智过人。这也是石秀在此后的戏曲、影视中的形象。

施耐庵在用精彩的故事情节创造“石秀”这一形象，而人物形象又与情节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精彩的故事。为了和施蛰存小说《石秀》做比较，下面简要分析影响“石秀杀嫂”这一故事主线中石秀性格特点和故事情发展的内在逻辑。

石秀与潘巧云初次见面相见便“慌忙向前施礼”，相互介绍后“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待之以叔嫂之礼，而潘巧云对石秀也只是“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凉话”，在发觉潘巧云与海和尚私通时，石秀认定潘巧云“不是良人”。其“杀嫂”也是为了替杨雄“做个出场”。

然而石秀只是为了替结义兄长捉奸的举动最后却导致“杨雄杀妻”的惨剧，从头到尾，“杨雄杀妻”都是由石秀一手策划并且按部就班地推动完成的。

在杨雄确认其妻不忠之后，石秀对杨雄说“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这就将事情开始严重化了。此时石秀还没有和盘托出想致潘巧云于死地的想法。为了杨雄的名节，石秀建议一纸休书才是“上着”。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事情发展却陡转急下，在翠屏山对峙过后，石秀提示杨雄“斩草除根”，于是导致杨雄连杀侍女和妻子。

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说：“石秀可畏，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石秀又狠毒又精细，笔笔写出”。而周作人将石秀故事与情节有些相同的“武松杀嫂”对比后进一步指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也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

石秀与潘巧云矛盾激化，最后导致水火不容的地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石秀性格使然。

施耐庵笔下的石秀是一个重义轻利，及其珍爱名节的人。在他两次因误会而离开或是打算离开肉铺的时候，都说道如果生意账目有私心则“天诛地灭”，杨雄的误会消除后，他本人也曾表示“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确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可见其对名节所重。潘巧云用非常低俗的话语诬陷石秀，这就犯了石秀的大忌，此时不只是要做个出场，而是要为自己的名誉讨个公道了。翠屏山当面对质时，咄咄逼问，问清“备细缘由”，直到“三面都说得明白以后”便配合杨雄行凶杀妻。

造成“杨雄杀妻”的惨剧还有很多原因，如杨雄本人对不忠妻子的愤怒，恐日后妻子加害自己，也是一个原因。跳出文本分析的视角，像“病关索大闹翠屏山”这样血淋淋的行刑场面是《水浒》崇尚暴力这一思想糟粕的体现，刘再复《双典批判》中对此也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回到文本中，杨雄的愤怒可以说被石秀利用，从整件事来看，虽然是“杨雄杀妻”的故事，但行凶的地点是石秀所选，甚至连刀具都是石秀提供，而杀妻以后的计划，石秀也早已谋划好。从头到尾，“杨雄杀妻”都由石秀一手策划并推动完成。与其说“杨雄杀妻”不如说是“石秀杀嫂”。

金圣叹和周作人都认为石秀的行为是“假公济私”。金圣叹更是尖锐的看出石秀杀人的破绽: “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伤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

施耐庵笔下的石秀，表面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形象，但在“杨雄杀妻”的故事中却无意塑造其残忍的性格缺陷，导致了形象自身的矛盾，具体而言是叙事的需要，也是《水浒》本身崇尚暴力思想的局限。《水浒》石秀这一矛盾的形象，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三、施蛰存小说中的石秀形象

施蛰存一直被认为是新感觉小说的代表人物，而《石秀》这一中篇小说，也是他新感觉小说的代表作品。和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一样，施蛰存不喜欢被归类，也不认同评论家赋予的标签。“因了（楼）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正确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应用了一些Freudism（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小说而已。”诚如所言，施蛰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创造石秀这一形象的。

弗洛伊德学说是心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说，其内容博大精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早在20 世纪初便在中国传播，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该理论更是刮起了一股狂潮，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学说中比较著名的是对性心理和潜意识的研究，《石秀》很多描写都能找到弗洛伊德理论做参考。

施蛰存笔下的石秀是一个一个思想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一般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比如一开始石秀对要不要去梁山态度起伏不定这种起伏不定的心态贯穿小说始终，容易突出石秀复杂的内心思想。

对潜意识的研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大贡献，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只是整个人格的外表，而深藏在意识背后的潜意识，才是人类行为的内驱力。潜意识与本能直接相连，本能冲动便是潜意识的表现，“本能发泄总在寻求出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本能被弗洛伊德区分为两大类“饥与爱”。

石秀在潜意识里是渴望爱情的，他会想起“从前在挑着柴担打一条小巷里走过的时候所吃惊的美丽的小家女子”，当他遇到潘巧云的时候，心底的欲望就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因为中国传统道德以及江湖义气的束缚，石秀只能压抑对自己义兄妻子的欲望，这也在心里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对潘巧云的看法也由此起伏不定。首先石秀觉得很自卑，自己只不过是打柴度日的穷小子，配不上如此美貌的女子，但后来将潘巧云为“勾栏”里的妓女。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如此反复。尽管潘巧云是义兄杨雄的妻子，但石秀确认为“他这样的一尊黄皮胖大汉，却搂着恁地一个国色天香的赛西施在家里，正是天下最不平的事情。”甚至一度想象杀掉杨雄娶其妻子，但立刻就“不禁打了个寒战”。有时又意识地有了“虽然杨雄是自己的义兄，究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便爱上了他的浑家又有甚打紧”的思想。”

美人的爱情与社会道德一起让石秀很纠结，在石秀爱恋潘巧云的激情发展到最顶点的时候，因为杨雄的皂色头巾而归于沉寂，义兄的皂色头巾就强调了表明了潘巧云“嫂子”的身份，就是象征这所有的道德规范，最终还是道德规矩征服了石秀，按照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也就是石秀自我战胜了本我，最后达到超我的境界。在这一点上施蛰存笔下的石秀与施耐庵笔下仗义耿直的石秀形象有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遵从社会的道德规范。

按照佛洛依德的观点“无意识欲望是不会被消除的，只会以别的方式在另一种情境中表现出来。”，石秀在对潘巧云的爱慕被压制之后，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一开始是去逛“勾栏”，填补内心的失落与空虚，“他的感觉却并不是一个初次走进勾栏里来的少年男子的胆怯和腼腆，而是骤然间激动着的一种意义极为神秘的报复的快感。”后来勾栏女子的身上找到了热烈感情的寄托，“石秀对于女性的纯净的爱恋心，不觉初次地大大的感动了”。然而正人君子的石秀也不可能长期厮混于风月场所，对潘巧云的爱恋已经成为幻影。弗洛伊德的理论说道“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就是在“勾栏”里，石秀意外发现了“这样的女人的血之奇丽，又目击着他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潮了”。石秀无法在潘巧云获得爱情的需要，而对潘巧云又有“既已看见过世上有这等美貌的女人，却非娶这等女人不可了。”的想法，按照弗洛伊德学说“人永远不能排泄干净自己的原始欲望。人总要在替代对象中寻找他们的第一宣泄对象，在找不到完全满意的替代对象时，不是继续寻找便是满足于找到一种尽可能满意的替代。人们将在某些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到愉悦的主体称作性欲倒错者，他们是努力实现自己幻想的人，是将无意识欲望付之于行动的人。”此时又发生潘巧云偷情私通的事情，各种矛盾纷至沓来，让石秀百转千肠心力交瘁。“对于杨雄的怜悯和歉意，对于自己的思想的虚伪的诃责，下意识的嫉妒、炽热着的爱欲，纷纷地蹂躏着石秀的无主见的心”，种种纠结将石秀逼成了“性欲倒错者”，“性欲倒错者乃至于非使性对象全然屈服，遍体鳞伤，不足以获取满足……还有些不近人情的虐待者专门想给又对方以苦痛的惩罚，轻一点只是想使对手屈服，重一点直至要求对手身体受伤”，所有的矛盾聚集在一起时都会有总的爆发于是石秀终于产生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极端想法，最后结局与《水浒》中的情节殊途同归，成就了翠屏山血淋淋的场景。

施蛰存根据弗洛伊德理论，用起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水平，塑造了一个与《水浒》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本来仗义的英雄侠客，成了心理变态患者，然而在情节上却能高度吻合，而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品质能能同时融入到一个人物形象当中既体现了人人内心的复杂，同时也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正如施蛰存所说他与施耐庵写的是同一个石秀，两个石秀所不同的只是描写的角度不同，“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两个形象能够融合，主要是人物形象的共同点和以及情节内在的关联性。
四、两个“石秀”形象与情节故事的关联

施蛰存借助了《水浒》的故事结构，根据自己对原来故事的理解，依照佛洛依德理论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石秀”形象，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内容尤其是主题都可以单独写成一个与《水浒》毫无关联故事，施耐庵并无隐藏一段叔嫂恋的故事，如有，则因像 “武松杀嫂”的故事描写一样，不惜笔墨，着力描写潘金莲勾引武松，而武松对其深恶痛绝的的种种情形。潘巧云与石秀的关系，施耐庵仅仅一笔带过：“我几番见那婆娘只顾对我说些风凉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看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

“石秀杀嫂”的原因，照《水浒》原著分析，全由石秀鲜明的性格使然，为朋友仗义相助，为自己维护名节。

施蛰存“故事新编”，依托古典名著，其作品引起的效果当然比另起炉灶要来得好。除此之外，共同的形象与情节上的兼容也是重要的原因。

两者都是要讲都是一个残忍的凶杀故事，故而情节上容易融合。在《石秀》中，作者可以大量直接照搬水浒故事情节描写。而如前所述，施蛰存笔下的石秀精神的痛苦源于其正直仗义的个性，不得不压抑本身的欲望，最后做出变态的举动。无论是替义兄出气，维护自身名誉还是因欲望压抑而心理扭曲，都是源于石秀正直仗义的个性。这一个性却导致了心理世界的阴暗两面。

施蛰存巧妙地把握住了故事的逻辑，从而移花接木，用心理学原理讲述了一个心理变态者的故事，也许是原著对“杀妻”的描写过于血腥，最终激起了施蛰存好奇，在英雄光辉形象的另一面，发觉其阴暗的内心，而佛洛依德原理却能给出一个答案，于是施蛰存创造了一个立足于原著，而又截然不同的鲜明形象。正如施蛰存本人所说：“这篇小说写得最完整。我一点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结构，却给了它新的解释。施耐庵提供了故事，金圣叹看出了毛病，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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